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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一、武举 与真实

在今天，说到武举，人们的脑海里往往马上会浮现出一

幅生动的画面：教场中间，趾高气扬的小梁王高声叫阵。教

场外，人头攒动。身着戎装的武士们一个个跳入场中，施展

拳脚，要跟小梁王一争高低，终因技不如人，纷纷败下阵

来，有的还被那心狠手辣的小梁王伤了手足。正在这时，一

名白衣壮士拨开人群，高叫一声：“岳飞来也！”他飞身跃入

场中，稳稳立在小梁王对面。两人开打⋯⋯胜了的，便是武

状元，败了的，却是连性命都难保。这画面固然生动，却只

是评书、小说里的渲染，跟真实的武举场面相去太远。

真实的武举，不是以性命相搏的擂台比赛，而是国家为

选拔军事人才而开设的考试制度。以武举选士，始于唐武则

天时。史载，公元 年，武则天下诏“教人习武艺”，颁

布考试办法。武举制度由此确立。至宋代，武举制度日渐完

善，一直延续至清朝。每一名参加武举的举人，都可以在考

试科目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考试当局则根

据举人的考试成绩及录取限额，综合平衡，择优录取。武举

所要选拔的，不仅是一位武艺超群的状元郎，而是一群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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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领兵的武官。同擂台比武相比，武举的考试程序要复杂

得多。一名有志于通过武举做官的人，必须经过层层筛选，

从州里的初试，到中央的省试，再到皇帝面前的御试，一级

级考上去，才有可能扒得着入仕的门槛。

真实的武举，可能远不如小说里的武举那样简单精彩。

小说里的武举是英雄的舞台，力拔头筹的状元郎转眼间便可

挂帅出征，眼见得便是国家的擎天一柱；在真实的武举里，

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平平淡淡。真实的武举最

多只能算是英雄的摇篮。参加武举的，有立志于保家卫国的

壮士，有承袭家业的武官子弟，也有在文科举中屡试不第、

希望从武举中侥幸登第的落魄士人。形形色色的举人会集在

武举的试场中。他们各怀心事，但都盼望着通过武举迈过仕

途的第一道门槛。考取之后，新进士们很快便融化在庞大的

武官群体之中。他们从最底层的小官做起，庸庸碌碌但却踏

踏实实地做着本职工作，期待着升迁。他们中的个别人偶尔

也会玩弄些并不光彩的小小花招，使整个群体蒙上贪污腐败

的坏名声。但一旦遇到国家有难，这一群毫不起眼的小官僚

却忽然爆发出耀眼的光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毫不迟疑。

这就是武举人的真实境地，虽然并不精彩，但却朴实感人。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真实的武举。武举制度的发展、

完善，是在宋朝。因此，我们要看真实的武举，最好也从宋

朝看起。

一个宋朝的子民，若想参加武举考试，首先必须得到某

些特定官员的推荐。宋朝武举最初一级的考试，叫作“解

试”。武举的解试在首都举行，由兵部对全国各地的考生统

一考试。举人如果想进京参加解试，必先获得“举状”。“举

状”就是推荐书，其内容不外乎是担保“该生”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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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艺超群、政治可靠之类。举状之外，考生还必须出具“家

状”，其内容包括考生姓名、年龄、籍贯、父祖姓名等等。

考生持“举状”和“家状”，到兵部报名。经核实无误，报

名正式完成。

解试在首都举行，并且必须有人推荐方可报名，这是武

举特有的规定。宋代文科举的解试是在各地举行，由地方政

府主持，考生不须任何推荐，可直接“投牒自荐”，自由报

名。文武科举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别，主要是因为宋朝的统治

者害怕老百姓拥有武力，因此，对于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

的武举，不能不别设藩篱加以限制。具有推荐武举人资格的

官员包括：中央禁军的将领和各地驻军的统兵官，掌握舆论

导向的谏官和负有监察责任的御史，中央各机关的主管官

员，诸路的安抚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的长官。在北宋

与辽、西夏交界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有资格推荐武举

人的官员扩大到州级地方行政长官。宋代实行州县两级的地

方行政区划，与州地位相当的还有府、军、监等。路是中央

的派出机构，管辖范围从几州到十几州不等。路设安抚司、

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分掌一路军事、财政、司法。其

实，读者大可不必理会这些官员的名称和职能，只须清楚一

点就够了：具备推荐资格的官员以文官为主。而这些文官几

乎全部是从文科举人仕的。宋朝的武举不单在制度设置上模

仿文科举，而且在诸多方面受文科举的影响，由此可见一

斑。

为武举人出具“举状”是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该举人成

绩太糟或考场舞弊，推荐者也要受牵连。尽管这一点牵连也

许算不了什么，可还是影响了官员们的推荐积极性。而那些

想要得到推荐的武举人却与日俱增，没拿到“举状”却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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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求报名的人也多了起来。在某些年份，朝廷不得不格外

开恩，允许那些没有“举状”的举人互相担保。

尽管时有通融，武举必经推荐是宋朝坚持始终的考试原

则之一。这跟美国西点军校的招生规则有惊人的类似。西点

军校招生规则规定，考生必须获得授权人员的 授权人推荐。

员包括总统、国会议员、各州州长和陆军部。军校以培养军

官为目的，军官是国家安全具体而微的保障，因此，军官在

政治上必须是可靠的。尽管推荐有时会流于形式，但其内涵

的庄重却使形式也具备了尊严。这一点，古今中外都不例

外。

获得解试推荐资格的武举人应在六月底以前到兵部报

名。八月中旬，武举解试举行。解试分两大部分：弓马和文

章。先试弓马，弓马考试分两场举行：头一场试“步射”，

即普通的射箭；第二场考“马射”，即马上射箭。弓马考试

由马军司负责。马军司的全称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

司”，是统管全国骑兵的机关。考前，马军司要根据报考人

数，预先准备好足数的纸，在上面加盖马军司的大印并编排

字号。步射合格举人要在这种特殊的纸上，当着考官的面，

亲笔将自己的“家状”书写一遍。这份“家状”将被送交录

取机关，以备查验伪冒。

弓马考试合格后，下一步是文字考试。文字考试的内容

也分两场：一场考策问，是考校作文章的功夫；另一场考试

对兵书的记忆功夫，名为“七书义”。文字考试结束后，须

将文字考试合格者的试卷同举人亲书的“家状”相对照，笔

迹相同才能录取。

通过了解试的举人将在次年的正月或二月参加“省试”。

省试的考试内容与解试大致相同，但文字考试部分的防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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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更为严密。考卷要密封起来，糊住卷面上的姓名等，这叫

做“弥封糊名”；然后，由专职的抄写员将所有的考卷用统

一的字体全部誊录一遍。这样，评阅者看到的卷子上就没什

么可通关节的记号了。

殿试在三月举武举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试 行。

参加者是从解试、省试重围中杀出来的胜利者。皇帝是殿试

名义上的主考官。考题当然是由他身边的文学侍从出。殿试

的考试内容相对简单，甚至近乎仪式化：先由皇帝检阅武举

人的骑射，然后考一场策论。事实上，所有参加殿试的举人

基本上都能通过殿试。省试已经决定了是否录取。皇帝亲自

出面的这一场殿试，只是重新划分录取名次，以示“恩出自

上”。

殿试之后，接下来便是热热闹闹的赐第、授官典礼。皇

帝陛下高坐在殿上，文武百官全都穿着礼服，上上下下一片

喜庆。礼宾的官员高声唱出一甲第一名的名字，于是，那位

在评书小说里出尽了风头的武状元挺了挺胸膛，迈着急急密

密的碎步，走向大殿⋯⋯授官大典已毕，早有相关的衙门置

备了鞍马仪仗，迎着新出炉的武状元，敲敲打打，绕过开封

城的大街小巷。开封城倾城而出，争睹新状元的风采。在武

状元的故乡，喜报一到，州里便为他立起了高高的状元牌

楼，等到他衣锦还乡，那些州县父母官又纷纷设宴，款待这

位为家乡争了光、添了彩的状元郎。说到这儿，真实的武举

与小说中的武举就很相像了。

上面说的，是一位武举人在宋朝的应试经历。假如他的

能力足够强、运气又比较好，那么，从头一年的六月报名，

到第二年的三月殿试赐第授官，整个考试大约需要 个月

的时间。假如他的运气不是那么好又执意要从武举人仕，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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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好再等三年，等到下一次武举再一级一级地考上去。对

于许多举人来说，这条路是漫长而艰难的。

明代的武举，最初只有“乡试”、“会试”两级，直到公

元 年才增加“殿试”，这时候距离清兵入关已经只剩下

了短短的 年。到清朝，武举考试分为四级：童试、乡试、

会 中国历史卷）解试、殿试。关于童试，《中国大百科全书

释说：“童试，为最初级的考试。清代的学校，和明代一样

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未取

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

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

总称童试。”简单地说，童试就是取得武举参试资格的最初

级考试。武举合格者称为“武生”。考试成绩优秀的武生可

以参加乡试。乡试由各省主持，每三年一次，于十月举行。

乡试合格，即获得“武举人”资格，可以赴京参加会试。会

试由中央的礼部主持，在乡试的次年九月举行。会试合格，

即可获称“武进士”。会试后一月，“武进士”们便可参加由

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在殿试上，皇帝亲自确定武进士的名

次，并举行传胪典礼，宣布殿试结果，按等第为新进士赐及

第、出身、同出身。清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殿试。康

熙、雍正都曾经在新进士面前演示射箭，并且每发必中。

以上，我们已经了解武举的大致情况。应当说，这是一

个设计精美的制度。考试制度应当具备的各项规章皆已齐

备。更可贵的是，武举具有非常先进的设计思想：即在和平

条件下，用考试手段选拔武官。如果我们将思路再延伸一

点，考虑到报考者以及有志于报考者的日常修习，那么，武

举对推动社会对军事理论、武艺技能的重视，应当会起到很

好的作用。那么，事实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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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考试制度，都必须回答“考什

么”和“怎么考”的问题。“考什么”是考试的内容问题，

它取决于选拔人才的标准，反映着考试主持者的人才观；而

“怎么考”则是考试的形式问题，怎样才能既考出考生的真

实水平，又便于考官们评审录取，做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

一 ？ 这是考试主持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唐代的武举，只考武艺和膂力，整个考试就像一场

演武竞赛

年，武则天创立武举的公元 时候，似乎并没有过多

地考虑“考什么”的问题。或许，对武则天来说，武举所要

选拔的既然是武官，那么只要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就好。因

此，唐朝的武举，只考武艺和膂力，不论韬略智谋，整个考

试就像一场军队的演武竞赛，显得刚健有余。

具体说来，唐朝的武举包括“平射”和“武举”两项考

试。唐代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规定：“平射”只考“长

垛”一项；而“武举”则是多项内容的综合测试，除“长

二、武艺与文章的轻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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垛”外，唐代“武举”还要考试“骑射”“、马枪”“、步射”、

“材貌”“、言语”“、举重”等。在这里，我要提醒列位读者：

当唐朝人使用“武举”这个概念时，他们是特有所指的。

那么“，长垛”“、骑射”“、马枪”等等究竟是怎么考的

呢？我们想知道细节详情，想要在脑子里设想出一幅幅生动

的考试场面。这是一个难题。中国古代的史籍虽然浩如烟

海，但是，大多数史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帝王将相的活动

上，很少有人留心普通人寻常日用的方方面面，因此，那些

在古人看来属于常识的东西，却往往是今天的人们翻遍了史

料也难以了解的。关于唐代武举考试的各项内容，《大唐六

典》和《通典》这两部唐代史籍的记载全都过于简单，并且

在某些地方还互相矛盾，这就使我们获取细节的工作变得更

加艰难，但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矛盾的地方，还是有可能

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画面来的。

“长垛”的考试目的是测试考生射箭的准确性。箭靶子

用帛或皮革制成，上画同心圆三重，将箭靶从里至外隔成三

个区域，很像建筑上的院墙，因此分别被称为“中院”、“次
，　

“外院”。箭中靶标的位置决定着考试的成绩，射中

“中院”为上等，射中“次院”为次上，射中“外院”为次

等。箭靶被放置在土堆（即长垛）上，考生站在距离靶标

步远的地方放箭。用“一石”力（约合 公斤）弓，

钱（”约合 克）重的箭。每人可射 箭，所发箭

的准确率均在“次等”以上者，即为合格。

“骑射”又称“马射”，考的是马上射箭。马射的靶标是

用皮革制成的，称作“鹿子”，长“五寸”（约合 厘

米 ），高“三 寸”（约 合 厘米）。“鹿子”共有两个，安置

在矮墙上。考生策马挽弓，在奔驰中将箭一一射向“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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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命中目标的多寡区别成绩好坏。马射所用弓的弓力在“七

公斤）以上斗（”约合今 。

以木制为人偶，头戴“三寸五分”（约合 厘米）见

方的木板，将四个这样的偶人安置在相对的矮墙上，这就是

“马枪”的考场。考生骑马冲入矮墙之间，挥动长枪，左拨

右挑，努力触落偶人头上的方板。方板落地而偶人不倒者为

合格；挑落三板、四板者为上等，挑落两板为次上，其余为

次等。

“步射”以草人为箭靶，考试成绩不但要看命中率，而

且还要求射箭的规范，所谓射得是否“如法”。步射对“如

法”的要求一直保留到宋朝，但究竟这步射的“法”是什么

样的，今天已很难考证，我们只能姑且理解为一种动作规

范。

“材貌”是对身高的要求，“以身长六尺以上者为次上，

以下为次”。唐代的“六尺”约合 米，这样的身材，即

使是在今天也是相当魁梧的了。“言语”以“有神采堪统领

者”为佳，“神采”的有无，尽可由考官们见仁见智、凭着

感觉判断，“言语”之中，比较客观、容易把握的，恐怕主

要还是吐字是否清晰、声音是否洪亮之类。“举重”又称

“翘关”，类似现代的举重运动，不过所举之物的重量是一定

的，所要比试的，是举重的次数，一般而言，能举起来五次

就属于上等。

在诸多的武艺之中，唐代武举对射箭和膂力给予了特别

的重视。这使人不禁联想到唐太宗、高宗时期著名的神箭将

军薛仁贵。《旧唐书 薛仁贵传）记载了他从士兵到将军的传

奇经历。他射的箭，力量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在

当时都无人可以匹敌。传说中的神箭手可以射穿七层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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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一箭便洞穿了五层铠甲。公元 年，唐军与高丽军

队在辽东发生激战。薛仁贵单戟匹马率先闯入敌阵，侧马弯

弓发矢。高丽士兵“莫不应弦而倒”。唐高宗派他西征天山

万，阻挡唐军去路，并派出几的九姓突厥。突厥人陈兵

十名勇士前来挑战。大敌当前，薛仁贵沉着冷静。他连发三

箭。三名突厥勇士应弦落马。其余的突厥人见状，纷纷下马

请求投降。唐军一举平定了天山突厥，高唱着军歌凯旋。他

们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在冷兵器时

代，弓箭作为最主要的远程攻击性武器，其重要性是毋庸置

疑的；而“三箭定天山”的英雄事迹，则将弓箭的作用渲染

到了极致；唐代武举对弓箭考试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

“谋将”概念的提出，反映武官培养观念的进步，但

是，文人却将武制科变成了入仕的终南捷径

通观唐代武举，无论“平射”还是“武举”，都是纯粹

的武艺考试，这表明唐代在观念上仍恪守传统，坚信惟有武

勇出众的战士才能成为好将军。但是，武勇出众的战士是否

就真的能够成长为好的将军呢？换句话说，一名称职的将

军，除了出众的武艺和膂力之外，是不是还应具备其他一些

素质？对此，唐人不无疑问。

早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谏官薛谦光就对单纯以武艺选拔

将帅的方针提出了怀疑。他在给女皇帝的上疏说：“以‘武

能制敌’为名目开科取士，（其目的当然是要选拔能克敌制

胜的将帅，）却只考试弯弓射箭之类的雕虫小技⋯⋯想当年

名将吴起上战场前，手下人向他进献宝剑，吴起拒绝了。他

说：‘临难决疑，才是将军的本职；拿着宝剑去冲杀，那不
，

是将军应当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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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吴起之外，薛谦光还举出三国名臣诸葛亮、司马懿等

人的例子，并总结性地提出了“谋将”的概念。所谓“谋

将”，是这样一类将军 他们或许并不擅长弓马，不能在

疆场上冲杀驰骋，但却通晓排兵布阵的艺术，能够从战略的

高度把握战争的脉搏，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谋将”对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要远

远超过那些只有一夫之勇的将军，就像薛谦光举例所言：

“赵云虽然神勇，必须依靠诸葛亮的指挥调度；周勃拥有再

多的兵力，离开陈平的智略也是枉然。”诸葛亮、赵云的事

迹是读者们耳熟能详的，这里不再多说。周勃、陈平都是汉

高祖刘邦的老臣，周勃是武将，握有兵权，陈平是丞相，素

以谋略著称。刘邦死后，他的皇后吕雉掌握实权，极力培植

吕氏的势力。吕雉死后，诸吕作乱，企图推翻刘氏政权，幸

亏周勃、陈平等一班宿将旧臣通力合作，铲除了吕氏势力，

才保住汉家江山。在平定诸吕叛乱的过程中，并未发生大规

模的武装冲突，因此，它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周勃手中

的兵力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陈平的政治谋略则对拥兵

者周勃的动向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可能是整个事

件中最关键的一环。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习惯将诸葛亮、陈平看作文臣、政

治家，而不是将军；薛谦光将他们归入“谋将”一类，当然

不是要别出新意，大作历史翻案文章；他的用意，在于改变

当时通行的选拔武将的观念，劝说当权者打开思路，不要拘

泥于武艺和膂力，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多层次、多视角

地选拔军事人才。薛谦光并不否认骑射是武将的重要素质，

但是，他更重视谋略。在他看来，一个只有武艺和膂力的将

军充其量只算是一勇之夫；而一个缺乏武艺和膂力但通晓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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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将军却可以临机制胜，因为，他懂得怎样调动一切有利

的战场因素来取得最大的胜利。

年，再过 年，武薛谦光上疏是在公元 举才正式

设立。薛谦光批评的具体对象当然不是武举，而是另外一种

选拔武将的考试。这就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制科考

试。武举是制度化的选拔机制，这在古代被称为“常科”，

其最大的特点是开科时间间隔的固定性，例如，唐代每年都

要举行武举，到了宋代，武举开科的时间间隔最终确定为每

三年一次。而制科开科的时间间隔则是不固定的，毫无规律

可言。制科是由皇帝特下诏书、临时设置的求贤考试，考试

科目等等皆视需要而定。制科肇始于西汉高祖十一年，也就

是公元前 年。早期的制科科目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

谏”科为主，顾名思义，是要选拔道德高尚又肯于直言的

人。到了唐代，制科的主要科目发展到四科，这四科的名称

分别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 典达于教化”、

“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其中“，军谋

宏远堪任将率”科就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但是，以

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制科并不仅限于此，其他还有“将帅

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名目，每次设科的名

目都有所不同。根据《大唐六典》的记载，以选拔军事人才

为目的的制科主要有四项，这四项分别是：一、“谋略”，即

熟悉兵法。二“、才艺”，指有勇技。三“、平射”，指的是射

箭“平直”，“平直”是《大唐六典》的用语，意思是箭射得

准，射出去 枝箭，能有 枝射在靶心，另 枝射在靶子

的外缘，这就叫“平直”。四、“筒射”，指的是“善及远而

中”，即射程远而命中率高。

（大唐六典）成书 年，比薛谦光的上疏，比于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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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设立武举，都晚了许多。这部行政法典将“谋略”排

在四项之首，反映了选将观念的变迁。薛谦光提出的选拔

“谋将”的观念，对于其后 年设立的武举，并未产生直接

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唐代的武举仍然是只重

骑射与膂力，不问谋略的。但是，在薛谦光之后，唐代统治

层对谋略在选拔将帅中的作用却逐步显示出重视，在以搜求

将帅为目的的制科考试中，谋略的分量在逐渐增加，这从考

试科目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公元 年设“智谋

将帅科”，公元 年设“识洞韬略、堪任将相科”，公元

年设“军谋弘远、材任将帅科”，等等。

自武举出现之后，它就和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制科

逐渐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武举继续在重视武艺和膂力的

老路上踽踽而行，制科则在偏重谋略的路上越走越远。实际

上，在某些时候，制科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背离了选拔武

将的初衷。制科总是特别注重文才的考试和应试者的名声，

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制科也不能例外，因此，从制科中

选拔出来的“将帅之才”大多徒有虚名。例如，公元

年，崔圆从“智谋将帅科”及第。《旧唐书 崔圆传》称他自

幼孤贫，志向弘阔博大，“喜欢阅读兵书，有定国安邦的才

志”，从这点上看，崔圆确实也不负“智谋将帅”的美名。

但他却不喜欢持戟荷甲的生活，自负能做得一手好文章，不

愿意当武官，非改任文官不可。又如，公元 年的“军谋

弘远、材任将帅科”，只录取了樊宗师一人，但在《新唐书》

所载的樊宗师事迹中，找不到任何与军事有关的履历。

以搜求将帅为标榜的制科，最终反倒成了知名文士人仕

的终南捷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隐藏在这种悲哀后面

的，是历史深深的无奈。从唐代后期起，武将的地位、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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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将的关系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举出身的文官和行

伍出身的武将之间的矛盾成为极普遍的现象。当时曾有人著

文这样描述武将对文官的嫉恨：“头一戴上武将的帽子，顿

时像嫉恨仇人一样嫉恨文官；脚才踏进军营的门槛，立马将

农夫的性命看得如草芥一般不值钱。”文官对武将也怀着同

样的没由来的轻蔑，他们“对待即使是多么普通的一个文

人，一见面便许他登堂入室，待以客礼；而对待那些武夫，

就算他官居一品，也不跟他同席而坐，只因他跟自己气类相

异”。

武则天时期的谏官薛谦光提出了“谋将”的概念，从而

将选拔武将的标准从单纯的弓马、膂力，拓展到军事理论领

域。这一观念影响了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制科，却没有

影响到武举。这件事表明：唐代统治者对武举和制科的期望

值是不同的：武举只考弓马、膂力，以选拔一般军官为目

的；制科偏重谋略，其目的在于选拔将帅之才。但是，唐代

的武举是每年一开科场，而制科则无固定的开科时间限制，

设不设制科，设置什么科目，凡此种种皆视需要临时决定，

多少带着些“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因此，制科对于军事人

才的培养和选拔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从宋代起，谋略文章进入武举的考场，宋人重文章

而轻武艺，武举走向文弱化

唐代的制科将谋略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为后代武举提

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即：以军谋将略选拔军事人才，以兵书

文章作为考校军谋将略的形式。而唐代制科所选之人多徒有

虚名之辈，这一事实也预示着后代武举的两难境地：从宋代

起，谋略进入武举，武举的考试内容因而分为谋略和武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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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从理论上说，提出这两个要求，是要选拔武艺与谋略

并重的军事人才。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举人们个个文武双

全，就像戏文里的武状元，“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三略六

韬篇篇记得”。

但是，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如人意。应试的举人，要么武

艺出众却文词不通，要么文章写得很漂亮而武艺却庸常得

很。而这两种人，都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良将。比如汉代的名

将霍去病就没什么文化，汉武帝要派人教授霍去病兵法，还

遭到了他的拒绝。在霍去病看来，自己在战斗中积累下来的

经验比什么都重要，其中已经包含了军谋韬略，不必再求助

于古书故纸。而西晋时，主持伐吴战役的杜预却是一位儒

将，他为儒家经典《春秋左氏传》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是流芳千古的名著。据说，这位大将军是不能跨马的，射箭

的水平也一般。杜预后来被视为儒将的典范。鼓吹谋略重于

膂力的人们，经常要拿杜预来“举例言之”。

霍去病不识兵法，杜预不能跨马，二者皆成名将，这是

过去的事例，其中已包含了相当大的偶然成分。而武举所要

做的，是要选择未来的将军，是对未来的可能的必然性作出

选择，那么，当武艺与兵法文章之间必须有所取舍时，应当

更重视哪一个？ 这，就成了考试当局必须经常面临的选

择。在谋略的考试方面，内容与形式的突出矛盾也时时困扰

着考试的主持者：武举当考谋略，这一点并不为错，但是，

单单围绕着几部兵书，考校背诵之功和作文之法，究竟能不

能考出谋略的水平？从宋到清，在近千年的武举发展史中，

不断有人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有时便使得考

试当局对谋略表示出某种轻视态度，从而影响到武艺和兵法

文章在武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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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对于兵法文章给予了特殊的重视，武艺的分量反而

相对较轻。

宋代武举的录取，遵循“以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

的原则，即根据策问的好坏决定录取与否，已录取者再根据

弓马成绩的优劣决定录取名次。这样一来，首先遭到淘汰的

便是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勇士武夫。同唐代相比，宋

代武举的武艺部分的考试大为简化。身材、语言等基本素质

列入了推荐条件，不再列入考试范围。马枪、翘关等项目已

被取消，长垛、步射、马射三项简化为步射、马射两项。简

而言之，唐代武举的七项武艺考试内容，到宋代只剩下了步

射、马射两项。宋代武举马射用弓为“七斗”力弓；步射用

弓分为“九斗”“、一石”“、一石一斗”三等。考试时，每个

举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用不同的步射用弓。所有的举

人必须参加步射和马射全部两项考试，考试成绩视弓的力量

强度、射箭的命中率和操纵马匹的熟练程度而定。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武举弓力的高低呢？首先，让我们

作一个纵向的比较。以步射而言，唐代的武举的步射用“一

石”力弓；而宋代步射用“九斗”至“一石一斗”力弓，这

样，只拉得开“九斗”力弓的举人也有机会投身武举，武举

对膂力的要求实际上是放宽了。以马射而言，对膂力的要求

也有降低，唐代武举的马射用“七斗”以上力弓，而宋代武

举只用“七斗”力弓，不再强求力大弓硬。

其次，让我们作一个横向的比较。据史料记载，公元

年，宋朝禁军操练所用步射弓也分为三等，其力量强

度分别为“八斗”“、九斗”和“一石”。公元 年，杨偕

训练骑兵马射，所用弓为“七斗”、“八斗”、“九斗”三等。

此外，名臣范仲淹镇守西北，挑选禁军充当“奇兵”，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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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披挂全副甲胄后仍能射“一石”力弓。以上这些，都是宋

代军中训练的实例，其弓力应当是比较实用的。我们由此可

以推测，马射“七斗”、步射“八斗”至“一石”可能是当

时较为常见的大力弓。而武举马射恰好是“七斗”力弓，步

射最低是“九斗”力弓，总的来说，宋代武举对骑射的弓力

要求大致与军队的训练要求持平。

无论是与唐代的武举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军队训练相

比，宋代武举对武艺的要求都不能算太高。这表明，宋朝人

对武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平常心，他们不再迷信武艺和膂力

在选拔武将中的作用。照名臣司马光的看法，比试弓马只是

选拔士兵的办法，而不是选求将帅的门径。

在宋人看来，将帅最重要的才能不在武艺膂力，而在于

谋略。同武艺相比，谋略的考校难度大。武艺的考校，弓拉

不拉得开，箭射没射中，都是有目共睹的，标准客观，容易

判断。而谋略的考校，则很难把握。兵家谋略，讲的是机

变，战场之上，死生之地，一动一静、一张一弛，都有莫大

的机变潜伏其中，惟有临机制变，方能乱中取胜。仅凭一场

短短的考试，又怎能判断韬略的高低？当然，战争也非绝无

规律可言，古代的兵家曾就战争的艺术作过精辟的阐述，这

就是《孙子》、《吴子》等兵法著作。对这些兵法著作的研

习，可以帮助未来的将军熟悉战场的法则，使他们对于战争

具有初步的理性知识，当他们走上战场时，这些理性知识会

引导他们尽快进入角色 武举采用兵书理论作为考校内

容，其理论依据正在于此。

在宋代，七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兵书被尊为“武经”，

奉为培养、教育军事人才的经典，定为武举的必读必考书。

这七部兵书是《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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